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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聊斋志异》对日本儿童文学的影响可追溯至20世纪初。作为中国志怪文学的经典之作，《聊斋志异》不

仅为日本儿童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拓宽了日本儿童文学的叙事主题与想象空间。其独特的志怪故

事、幻想元素与道德寓意，为日本作家和翻译家提供了新的灵感来源，推动了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通过对

《聊斋志异》的吸收与改写，日本儿童文学在内容与形式上均得到了新的拓展，并进一步促进了中日文学的

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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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聊斋志异》自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刊刻后

便迅速传入日本，至今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在此过

程中，该作品虽始终受到日本读者的关注，但不同历史

阶段的接受主体、接受方式和其影响程度均有所差异。

20世纪20年代，即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日本迎

来了史无前例的“怪谈文学时代”。包括芥川龙之介、

川端康成、江户川乱步在内的多位作家均创作了怪谈题

材作品。在这一文学潮流的推动下，作为中国志怪文学

代表的《聊斋志异》引起了日本作家与翻译家的广泛关

注。他们通过研究、改写及介绍，使《聊斋志异》在日

本文艺界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怪谈文学创作的重要参

照对象。

另一方面，明治维新后，民主主义思想在日本迅

速传播，社会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儿

童文学也由此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其中，铃木三重吉所

倡导的“赤鸟运动”尤为引人注目，该运动主张创作具

有艺术价值、文字优美的儿童文学，在日本文坛产生

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剧作家小山内薰（1881—

1928）于《赤鸟》1918年10月号上发表了《梨果》。这

不仅反映出“赤鸟运动”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推动作用，

也表明《聊斋志异》作为志怪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日

本得到了新的解读，并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

之一。从小山内薰的《梨果》（1918）和芥川龙之介的

《仙人》（1922）中，可以看出《聊斋志异》对日本儿

童文学中的深远影响。《聊斋志异》在日本不断被改写

与传承，成为日本儿童文学的重要灵感来源，并在不同

历史时期展现出新的生命力。本文将选取以下两部具有

代表性的篇目，对《聊斋志异》与日本儿童文学进行比

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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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聊斋志异》与《梨果》和《仙人》

2.1  《梨果》与《偷桃》

目前公认最早针对儿童改写的《聊斋志异》故事，

是剧作家小山内薰发表于儿童文学杂志《赤鸟》（1918

年10月号）上的《梨果》。该作以《偷桃》为底本，保

留了核心情节，但将故事背景改为日本，并在细节上做

出调整，使其更符合日本儿童的阅读习惯。

《梨果》对人物形象的改写突出了其儿童文学的特

点。原作《偷桃》中，主人公“从友人戏瞩”与朋友同

游，而《梨果》则删除了“友人”角色，改为主角缠着

“乳母”一同前往祭典。这一变化强化了主角稚嫩的形

象，使儿童读者更易产生共鸣。此外，原作中的藩司及

长官等权力人物被普通群众取代，削弱了阶级差距，使

故事更契合当时日本追求民主的社会氛围，同时减少了

因社会制度差异而造成的阅读障碍。

除人物调整外，文本也针对儿童读者进行了删改。

例如，删除了原作中父亲以“百金赏”许诺儿子偷桃，

并以此为其娶妻的情节（父又强呜拍之，曰：“我已失

口，悔无及。烦儿一行。儿勿苦，倘窃得来，必有百金

赏，当为儿娶一美妇。”）。同时，增加了对祭典场景

的细腻描写，如“天神社的境内挤满了人，热闹非凡。

有卖糖果的小贩，有卖烤陶器的小摊，还有卖据说能迅

速治愈刀伤的青叶草的店铺。至于各种表演，更是应有

尽有，比如……”（节选自《梨果》译文），以增强趣

味性，更好地吸引儿童读者。

可以说，小山内薰的《梨果》虽针对儿童进行了改

写，但其思想内核与《偷桃》并无实质差异，皆以奇闻

逸事取悦读者，未作深层次改变。不过，《偷桃》原有

的猎奇与趣味性本身已足以吸引儿童，这也是小山内薰

选择改写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聊斋志异》为日本

儿童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2.2  《仙人》与《崂山道士》（1922）

芥川龙之介的《仙人》发表于1922年4月的《Sunday

每日》，讲述了医生之妻欺骗仆人权助，谎称无偿工作

二十年即可成仙的故事。二十年后，她企图加害权助，

诱骗其从松树顶松手升仙。然而，权助竟未坠地，而是

凌空飞升，真正成仙。学界普遍认为，该作底本为蒲松

龄《聊斋志异》中的《崂山道士》。

作为芥川龙之介为数不多的童话作品，伯仲（1999

年）指出，芥川儿童文学的特点在于“故事在奇异氛围

和幻想境界中展开，又不失具体性”，这一点与《崂山

道士》有异曲同工之妙。《崂山道士》充满奇幻描写，

如“师乃翦纸如镜，黏壁间。俄顷，月明辉室”，描绘

出纸剪成月的奇妙场景；再如“乃以箸掷月中，见一

美人......翩翩作《霓裳舞》”，展现出箸化嫦娥的神奇

情景。而在芥川的《仙人》中，也同样弥漫着浓厚的奇

幻气息。他写道，权助从松树梢上松手之后，身体竟没

有坠落，而是像被无形之力托住一般，悬停在白昼的空

中，如同一个操纵人偶般稳稳地站立在半空之中；紧接

着，他便脚踏青空，缓缓地向更高的云层中升去，仿佛

悠然升天一般。这种描写将现实与幻想巧妙融合，展现

出芥川对“超现实”意境的独到构建。

然而，芥川龙之介的兴趣并不仅止于《聊斋志异》

的志怪奇事，他更能体察蒲松龄笔下深藏的隐喻，并将

其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他在《骨董羹》中写道：

“聊斋志异与剪灯新话一样，在中国小说中都是谈鬼说

怪的。由青灯寒光所带来的怪异达到了极点。然而作者

蒲松龄不能勇敢面对朝廷，便借助牛鬼蛇神之谈讽刺朝

廷的行为。”这一手法在《崂山道士》和《仙人》中均

有体现。

《崂山道士》未直言王生好逸恶劳，而是通过其

“故家子”身份与“少慕道”之矛盾暗示其求仙动机不

纯，最终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的情节讽刺其浅

薄。而《仙人》中，权助本应因医生之妻的欺骗而丧

命，却因误打误撞而得道，反衬出“精明”如“老狐

狸”的医生之妻终究只是凡夫俗子。芥川巧妙地运用了

“提线木偶”这一比喻，暗示权助始终被谎言操控，然

而最终成仙的却是他，而非精于算计的主人。芥川虽未

明言对真诚者的推崇，但其对善良与天真的肯定已跃然

纸上。

这种“不直接说教而教化自现”的表达方式，使

《仙人》既承袭了《聊斋志异》的说教特性，又超越了

其道德直白性，更契合日本儿童文学的叙述风格，展现

了芥川龙之介独特的文学视角。

3  《聊斋志异》对日本儿童文学的
影响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随着《聊斋志异》在日本

的传播，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这部作品对日本儿童文

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从传播过程来看，《聊斋志异》

与日本儿童文学的关联不乏巧合之处，《聊斋志异》兴

起的时间恰逢日本儿童文学流行期。《聊斋志异》于

1679年日本江户初期完稿，大概于18世纪经长崎港传入

日本，此后近百年并未流行，只是在少数汉学者之间传

阅。进入明治时期，才出现部分翻译文章。随着日文翻

译的出现，《聊斋志异》在日本逐渐流行，读者和接受

群体从少数汉学者扩展至较多的近代小说家和广大人民

群众。与此同时，明治时期岩谷小波创作的《黄金丸》

发表，标志着日本原创儿童文学的真正诞生，儿童首次

被正视为具有独立阅读兴趣与理解能力的读者群体。

《聊斋志异》的逐步流行与儿童文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

交汇碰撞，才催生出许多融合幻想与教育意义的有趣的

日本儿童文学作品。

1918年，小山内薰在《赤鸟》杂志上发表了由《聊

斋志异》里面的经典篇目《偷桃》改写的《梨果》，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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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聊斋志异》首次对日本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

而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伊藤贵麻也改写了《聊斋志

异》中的两篇故事并登载在《赤鸟》上，即《水面亭的

仙人》和《虎的悔改》（底本分别为《寒月芙蕖》和

《赵城虎》）。仅仅在《赤鸟》杂志上，就有如此多源

于《聊斋志异》的儿童文学作品，这足以说明《聊斋志

异》给日本近现代作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对

日本童话文学而言，《聊斋志异》更是一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素材宝库。不难看出，《聊斋志异》能对日

本儿童文学产生一定影响，不仅是因为日本儿童文学正

好兴起，也源自其本身文本的丰富有趣。

《聊斋志异》其中蕴含的道德劝解和人文精神也是

其受日本儿童文学作者欢迎的原因之一，其道德寓意也

影响了日本儿童文学对于思想教化的诠释，使日本儿童

文学作家不仅关注故事情节本身，更注重其中传达的价

值观和人文精神。

日本近世《聊斋志异》改写作品的类型以“读本”

为主。“读本”是日本江户时代译介并改编自中国明清

小说的一种文学形式，内容通常包含儒教提倡的劝善惩

恶理念与佛教强调的因果报应思想。例如《莠句册》和

《凩草纸》这两部《聊斋志异》改编作品，便深受佛教

和儒学思想的影响，呈现出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聊

斋志异》读本的流行，不仅证明了其在日本传播初期便

具备道德教化功能，也表明其思想内核与日本传统文化

之间存在某种契合与共鸣。这种道德倾向在后来的儿童

文学中也得以延续并深化。小山内薰在其童话集《梨

果》的序言中写道：“我对童话的思考很简单，读起来

听起来都简单易懂、妙趣横生，其中蕴含的意味还要能

滋养心灵。”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将《聊斋志异》的原

型故事加以简化与童趣化，使作品更贴近儿童的心理接

受能力。《梨果》一文以其明快的节奏和浅显的道理，

成功将传统志怪故事转化为富有教育意义的儿童读物。

上文中提到芥川龙之介的《仙人》更是既承袭了《聊斋

志异》的说教特性，又超越了其道德直白性。此外，被

誉为“屈指可数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通”的村上知

行，更因欣赏《聊斋志异》蕴含的深厚人文内核，翻译

了第一本专门面向儿童的《聊斋》故事集《蒲松龄先生

魔法壶》。该书选篇以惩恶扬善为主，内容多讴歌孝

心、友情与侠义精神，体现出他对原作精神内核的深刻

理解。这种将个体品德与社会伦理结合的视角，不仅推

动了日本儿童文学的成熟发展，也彰显出《聊斋志异》

作为文学经典所具备的跨文化传播力与多样化改编可

能性。

《教育》1977 年第 3 期《审美的还是功能的？》

（Estheticor Functional，Saccharine or Shocking?）出版业

编辑詹姆斯·克罗斯·吉布林（James Cross Giblin）提出

评估童书价值的四大类价值标准：美学价值、社会与文

化价值、功能价值和商业价值。其中，审美价值包括文

字优美、结构精巧等。它一直是文学基本的价值评价标

准。社会与文化价值，主要关乎设定行为标准。而道德

教化价值是社会和文化价值范畴中一个主要方面。《聊

斋志异》正是因其美学与教育双重价值被日本儿童文学

作家重视并借鉴，从而衍生出符合日本本土儿童喜好的

作品。日本作家们通过对《聊斋志异》的改写，既保留

了原作的奇幻色彩与道德内核，又赋予其符合日本社会

语境与儿童审美需求的新表达。这种跨文化的文学交

融，不仅丰富了日本儿童文学的题材与表现形式，也为

中日文学交流提供了典型案例。

4  总结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对日本儿童文学带来了多

方面的影响。它不仅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

推动了叙事结构的多样化，更在价值观层面激发了对道

德观念的重新思考。

在题材方面，《聊斋志异》的引入极大丰富了日

本儿童文学的表现内容。从表达形式上来看，《聊斋志

异》的短篇结构、悬念设置和因果报应式的情节安排，

为日本儿童文学提供了新的写作范式。此外，《聊斋志

异》在思想层面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原作中强调的“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诚实胜于狡诈”等观念，与日本

儿童文学所倡导的道德教育目标高度契合。在现代作家

的再创作中，这种道德主题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通过

更具现实意义的表达形式被放大和深化。他们在保留幻

想色彩的同时，也注重引导儿童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善与恶的选择，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这使得作

品更具教育意义与时代价值。

这些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延伸，不仅体现在个

别作品的创作中，更体现在一种整体的文学风格与审美

趋向的转变中。特别是在20世纪初日本儿童文学由“教

育为主”向“娱乐与教育并重”转变的过程中，《聊斋

志异》的加入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新的素材，成为其重要

因素。

不仅如此，《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也体现了

中日文化交流的活跃与深入。这种跨文化的融合过程，

不是单向的接受，而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在尊重原作精

神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创作，正是文学传播中最理想的

状态。这不仅使得日本儿童文学走向多元，也为《聊斋

志异》这部经典赋予了新的生命，使其不再局限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范畴，而是成为连接中日文化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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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on 
Japa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Zhang Yi  Feng Zheng Lu Wei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on Japa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910s. As a classic work of Chinese weird fiction,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not only provided abundant 
creative material for Japa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but also expanded its narrative themes and imaginative scope. Its 
unique supernatural stories, fantastical elements, and moral implications offered new sources of inspiration for Japanese 
writers and translator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hrough the absorption and adaptation 
of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Japa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experienced new expansions in both content and 
form, further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Liaozhai Zhiyi; Children’s literature; Supernatural literature


